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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

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

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

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

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

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

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

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

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

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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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that humans have obtained food changed w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Guanzhong area was a center of prehistoric culture.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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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stence strategi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present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ts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nd human adaptations to climatic variability in 
North Chin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human and animal bones and the plant and faunal remains from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different prehistoric peri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influenced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resulting i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Hunting and gathering were still important for the 
Laoguantai culture populations, along with millet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Yangshao culture, 
millet agriculture became the main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although the level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ffers significantly across sites.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lagged behind crop cultivation.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Yangshao culture to the early Longshan 
culture, rice and wheat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Guanzhong area sequentially.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consisting mainly of millet and a small quantity of rice was adopted. The rice was 
consumed by humans, but animals mainly relied on millet.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e, the 
proportion of millet declined, but that of rice increased in comparison, influencing both the diets 
of humans and animals. Meat was mainly obtained from animal husbandry, supplemented with 
hunting and fishing.

Key words: Guanzhong area; Prehistoric culture; Subsistence strategy; Stable isotopes; Plant and 
faunal remains

1 前 言

陕西关中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汇聚地之一，

也是农业传播与交流的中心之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开启了关中地区人类

史前经济由狩猎采集经济逐渐向农牧业经济的转变 [1]。另外，人群的迁徙、文化的交流以

及环境的变迁等，促使不同起源中心的农业不断向外扩散与传播 [2]。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

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在距今约 5690 年扩散至黄土高原南部的关中盆地 [3,4]；起源于西亚的小

麦，最晚于龙山时代早期传播至此 [4-6]，与当地传统作物粟黍以及家养动物的驯化，最终

形成混合的农业体系，并逐渐推动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的不断演变。

2 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

关中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并非单一的母体文化传承，其是在主体文化传承的过

程中，不断吸收周边的文化因素，形成多元文化相容交错的格局 [7]。新石器文化，按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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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关系，一般分为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过渡期的北首岭下层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北

首岭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

代的客省庄文化 [8-9] （部分遗址分布见图 1）。进入新石器时代，大量农业工具（石镰、

石磨盘、石磨棒等）、家养动物骨骼、陶器以及农作物遗存等的发现，表明先民狩猎采集

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兴起的农业替代 [10]。

2.1  前仰韶文化时期

以关中老官台遗址命名的老官台文化（8000~7000 cal BP）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该时期，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以及西部辽河流域的

兴隆洼文化的诸多遗址中，大量小米遗存以及农业工具的发现，表明约 8000 年前，原始

旱作农业已在我国北方地区普遍经营 [11-16]。其中，月庄遗址与贾湖遗址水稻遗存的发现，

图 1 文中所提关中地区考古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图（符号重叠表示一处遗址包含不同文化）

Fig.1 Loc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e overlapping 
symbol represents a site containing different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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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时期人骨的 δ13C 和 δ15N 平均值
Tab.1 Mean δ13C and δ15N values for prehistoric human bone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时代 遗址 δ13C(X—±S)‰ δ15N(X—±S)‰ 样品数量 (n) 参考文献 (Ref)

前仰韶时期 白家 -13.3±1.8 10.8±1.7 n=2 [31]

-14.5 11.1 n=1 [32]

北刘早期 -12.2±1.3 9.0±0.6 n=5 [30]

仰韶早期 元君庙 -18.5 11 n=1 [31]

姜寨 -10±1 8.8±0.4 n=5 [33]

姜寨一期 -9.6±0.9 8.7±0.6 n=7 [34]

姜寨二期 -10.1±1.4 8.5±0.6 n=8 [34]

半坡 -9.7±0.8 9.4±0.9 n=10 [35]

-15 9.1 n=1 [33]

-14.8±2.2 / n=4 [36]

史家 -10±0.7 8.1±0.4 n=9 [33]

北首岭 -13.8±0.9 / n=3 [36]

鱼化寨早期 -8.5±1.4 9.4±0.7 n=21 [37]

仰韶中晚期 泉护村 -11.2 11.5 n=1 [38]

北刘晚期 -11.1±1.1 8.6±0.5 n=4 [30]

仰韶晚期 鱼化寨晚期 -8.3±0.4 8.4±0.1 n=2 [37]

-9.1±0.1 8.4±0.3 n=2 [39]

龙山时期 浒西庄 -13.7 / n=1 [36]

东营 -8±1.3 9.4±0.3 n=5 [40] 

表明后李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先民也从事一定的稻作农业 [17-18]。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

分析进一步显示，不同文化先民对不同食物资源的利用存在差异。兴隆沟一期与白音长汗

遗址（兴隆洼文化），粟黍类农作物是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 [19-20]；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

的先民则主要以 C3 类植物（包括水稻）为食 [21]；小荆山遗址（后李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

仍以 C3 类植物为主，C4 植物仅占约 25%[22]。另外，家养与野生动物同位素的差异又表明

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文化）与月庄遗址先民分别对狗与猪的驯化 [23-24]。

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其聚落规模较小，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发现有猪、狗等家

养动物骨骼（临潼白家村遗址、宝鸡关桃园前仰韶文化层，临潼零口村遗址零口村文化层），

出土石刀、石铲、石斧等生产工具与陶器等 [25-29]；同时，北刘遗址与白家遗址的人与动物

骨骼进行了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 [30-32]（表 1；表 2），这些发现都表明先民已开始定居生

活，从事原始的黍作农业，兼营家畜饲养，但人骨中较低的 δ13C 值与较高的 δ15N 值表明

狩猎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关中地区人类从攫取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过渡。

2.2  仰韶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7000~5000 cal BP）是在继承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同时吸收东边北辛

文化部分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 [9]。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兴隆沟二期、

草帽山遗址）[20]、 马家窑文化（宗日遗址）[41]、大汶口文化（北庄遗址 [19]、古镇都遗址 [19]、

北阡遗址 [42]）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 [23]、庙子沟遗址 [43]、西山遗址 [37]、西坡遗址 [37]、

清凉寺遗址 [44]、晓坞遗址 [45] 等），先民普遍较高的 δ13C 值以及大量粟黍遗存 [46] 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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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时期动物骨骼的 δ13C、δ15N 平均值
Tab.2 Mean δ13C and δ15N values for prehistoric animal bon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时代 遗址 动物种属 δ13C(mean ± SD ‰) δ15N(mean ± SD ‰) 样品数量 参考文献

前仰韶时期 白家 鹿 -20.6±1.3 4.3±0.7 n=14 [32]

牛 -14.6±1.1 5.7±0.6 n=5

鸡 -15.5 6.5 n=1

猪 -21.7 4.9 n=1

仰韶早期 鱼化寨早期 杂食动物 -14 11.7 n=1 [37]

植食动物 -18.1±3 5.3±1.1 n=8

仰韶中晚期 泉护村 猪 -8.9±1.5 8±0.8 n=10 [38]

狗 -8.7±0.5 8.2±1.2 n=3

中华鼢鼠 -8.5 8.5 n=1

猫 -14±1.9 7.6±1.6 n=3

鱼 -20.4±1.3 6.9±0.7 n=3

梅花鹿 -21.4±1.6 3.7±0.7 n=4

狍 -20.8±0.3 5±0.6 n=2

野兔 -20.1 4.4 n=1

东营 猪 -9.5±0.4 6.9±1.1 n=2 [40]

鹿 -20.2±0.5 3.7±0.1 n=2

龙山时期 康家 猪 -10.3±2.4 8.7±0.9 n=3 [33]

狗 -11.8±3.9 9.7±0.3 n=2

野生水牛 -16.5±3.2 6.6±0.04 n=2

羊 -17.3 8 n=1

鹿 -15.1 7.4 n=1

东营 猪 -10.5±3.2 7.3±1 n=7 [40]

狗 -11.9±3.9 6.4±0.7 n=2

牛 -14±1.1 7.2±1.1 n=5

绵羊 -17.8±1.6 7.1±1.7 n=2

雉 -12 5.5 n=1

马 -16.5 3.8 n=1

野兔 -16.5 5.3 n=1

猫 -17 7 n=1

鹿 -20±1.6 5.2±1.6 n=2

水牛 -14±2.2 6.5±0.7 n=2

表明该时期北方地区先民的生业模式主要以旱作农业为主。而西公桥遗址 [47]（大汶口文化）

与沟湾遗址 [48]（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均为稻粟混食。可见，北方地区，不同文化，

不同遗址间，先民的生业模式也存在差异。对于关中地区，主体文化发展过程中，先民的

生业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2.2.1  仰韶文化早期

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先民的生业模式一般认为以农业为主，采集渔猎为辅 [49-50]；

但巴家云学者基于生态环境、采集渔猎与农业工具的对比、农业生产方式与产量等方面的

综合分析，提出该时期，先民的生业模式以发达的渔猎、饲养和采集经济为主，农业处于

相对落后的阶段 [51]。然而，半坡类型与史家类型主体人群（包括鱼化寨早期、元君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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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岭、半坡、姜寨、史家遗址）的 δ13C 值增加，δ15N 值降低（如图 2 所示），表明粟黍类

农作物（C4 植物）成为关中地区先民主要的食物来源 [31, 33-37]，反映了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

郭怡等认为，相对于史家和姜寨遗址，半坡先民较低的 δ13C 值，反映了半坡遗址粟

作农业相对较小的种植规模 [34]。结合孟勇对半坡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35]，我们发

图 3 关中地区史前各遗址家养动物的百分比（最小个体数）
Fig.3 Percentages of domestic animals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图 2 关中地区史前人骨的 δ13C 和 δ15N 值误差图
Fig.2 Error bar of mean δ13C and δ15N values in human bones from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prehistoric periods
 A 半坡（-14.8‰±2.2‰）、B 北首岭（-13.8‰±0.9‰）、C 浒西庄（-13.7‰）三处遗址的人骨仅测试了 δ13C 值 A, B and C 

represent the mean δ13C values of human bones from Banpo, Beishouling and Huxizhu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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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处遗址具有相似的 δ13C 值，反映了粟作农业在半坡、史家和姜寨遗址中占有同等重

要的地位。另外，姜寨一期和半坡遗址先民的 δ15N 值高于姜寨二期与史家遗址（图 2），

可能与姜寨一期家养动物比例高于姜寨二期有关（图 3）。动物的食物结构（例如：鱼化

寨遗址）中，粟黍类食物的比重未明显提高（图4）；且家畜所占的比例也未明显增加（图3）。
另外，家养动物（如狗、猫、猪、羊、牛、马、鸡等）是在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萌芽，并

发展约 2000 年之后才逐渐出现的 [38,52]。根据家畜饲养的发展程度，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

方式被分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 [53]。仰韶文化早期，临潼零口村 [29]，临潼姜寨一期、

二期 [54] 等遗址的家畜饲养仍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可见，关中地区人类食物资源的演变中，

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

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同遗址以及不同个体之间，先民食物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如图 2 所示，元君庙遗址该先民具有最低的 δ13C 值与较高的 δ15N 值，表明 C3 类动物蛋白

是其主要的食物来源，显示该个体可能以狩猎为生。北首岭遗址先民与个别的半坡遗址先

民，其食物结构中 C3 类食物也占有较大成分，其食物结构的特异性可能与其从事较多的

狩猎采集活动有关。鱼化寨早期先民具有最高的 δ13C 值，表明粟黍类农作物在其食物结构

中占有更高比例。因此，仰韶文化早期，关中地区不同人群间，旱作农业的发展程度不一致。

2.2.2  仰韶文化中期

我国北方新石器早期的农业结构以黍（broomcorn millet）为主，粟（foxtail millet）
的栽培比黍至少要晚 1000~2000 年 [15, 55]。东部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期，农业

结构中粟逐渐取代了黍 [46,56]。张建平等通过对泉护村、杨官寨、案板、王家嘴遗址植硅

体的统计分析，认为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结构仍以黍为主，这种新石器早期既已形成

的农业结构，在全新世大暖期气候的波动中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57]。然而，关中地区，兴

乐坊、下河、案板一期大植物遗存浮选的统计结果显示（表 3）[6,58-59]，该时期先民的旱

作农业结构也发生转型，以粟为主、黍为辅；且仰韶晚期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进一步验

图 4 关中地区史前动物骨骼的 δ13C 和 δ15N 值误差图
Fig.4 Error bar of animal mean δ13C and δ15N values from the 

Guanzhong area in prehistoric periods

证了这一结论（表3）。此外，

水稻的炭化种子和植硅体

的发现，表明关中地区最

早对水稻的栽培不晚于

5690 cal BP[3, 57-58]；同时还

发现少量的大豆 [6,58-59]，丰

富了关中先民的农业结构。

相对于仰韶文化早期，

中期泉护村与北刘晚期先

民的 δ13C 值降低（如图 2

所示），表明其食物结构

中 C3 类食物比例增加，可

能与较多的狩猎采集或水

稻的摄入有关。同属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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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沟文化的泉护村和东营遗址，家养动物猪、狗具有最高的 δ13C 值（如图 4 所示），表

明该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同时，家养动物比例明显增加 [62-65]（图 3），

反映先民家畜饲养已步入开发型阶段。另外，泉护村先民较高的 δ15N 值除与淡水鱼的摄

入有关外 [38]，还暗示着较发达的家畜饲养给先民所带来的丰富的肉食资源。

2.2.3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关中地区，西亚的小麦初次出现于案板遗址 [6] 与新

街遗址 [4]。但由于发现的小麦遗存较少（共 4 粒种子和 2 粒穗轴），尚不确定该时期关

中地区先民对小麦农业的经营。另外，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图 5），进一步验证该地

区的旱作农业以粟为主、黍为辅。至此，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多

元化的农业结构在关中地区初具雏形。鱼化寨晚期先民具有较高的 δ13C 值和较低的 δ15N
值（图 2），表明粟黍类农作物仍是先民的主食，水稻与小麦（C3 植物）的出现并没有改

变先民原有的饮食习惯。由于缺乏动物的稳定同位素数据，无法判断水稻对家畜饲养的影

响。另外，相对于仰韶文化早中期，该时期家养动物的比例也相对减少 [25,29,54,66]（图 3），

表 3 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时期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或植硅体）的数量百分比
Tab.3 Percentages of carbonized crop seeds (or phytoliths) extracted from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时代 遗址 小麦（%） 水稻（%） 大豆（%） 黍（%） 粟（%） 参考文献

仰韶中期 兴乐坊 / 2.3 16.8 6.9 74 [58]

下河 / / 18.1 19.6 62.3 [58]

案板一期 / / 0.2 18.4 81.4 [6]

王家嘴 （植硅体） / / / 96.7 3.3 [57]

泉护村 （植硅体） / 19.6 / 69 11.4 [57]

杨官寨 （植硅体） / / / 84.8 15.2 [57]

案板 （植硅体） / 5.2 / 93 1.8 [57]

仰韶中晚期 下河 / / / 4.1 95.9 [59]

仰韶晚期 睦王河 / / 20.8 23.2 56 [60]

南山头 - 半坡文化晚期 / / 6.1 24.2 69.7 [60]

南山头 - 西王村文化 / / 7.4 24.1 68.5 [60]

新街 0.009 7.4 0.09 8.5 83.96 [4]

案板二期 0.1 / 1.3 15.4 83.2 [6]

杨官寨 （植硅体） / / / 84.8 15.2 [57]

泉护村 （植硅体） / 5.1 / 78 16.9 [57]

仰韶晚期至龙 下河 - 庙底沟二期 / / / 33.3 66.7 [59]

山早期 周原 - 庙底沟二期 / / / 20 80 [61]

案板三期 - 庙底沟二期 0.04 0.2 0.16 13.4 86.2 [6]

新街 - 龙山早期 / 41 0.7 8.8 49.5 [4]

龙山时期 周原 0.02 0.08 2 2.6 95.3 [61]

案板 （植硅体） / 4 / 90 6 [57]

泉护村 （植硅体） / 40.3 / 51.1 8.6 [57]

浒西庄 （植硅体） / 9.1 / 87.3 3.6 [57]

水沟遗址（植硅体） / / / 75 25 [57]

龙山至战国 南山头 4.6 / 3.2 15.5 76.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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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先民的肉食摄取量相对降低。

2.3  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时代（5000~4000 cal BP），关中地区，在仰韶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不断与

相邻各原始文化（如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相互影响，最

终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形成客省庄二期文化 [9]。该时期，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新砦遗

址、陶寺遗址）的农业经济为稻粟混作，但以粟为主 [67-68]；先民与家养动物（新砦遗址、

陶寺遗址、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稳定同位素的分析显示其均以粟为主要食物来源 [36,44,69-73]。

河南瓦店遗址，出土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遗存，且粟与水稻在先民的

农业经济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74]。但其部分人群与家养动物以粟为主食；另一部分先

民的食物结构中，粟与水稻比例相当 [37,75]。黄河下游地区，山东两城镇遗址的农业经济包

括稻、粟、小麦等，但以稻作农业为主 [76]；并且稻成为先民的主要食物资源，而粟的种植，

可能主要用于家畜饲养 [77]。但对于教场铺遗址，虽发现了粟与稻，但先民仍主要食用粟 [78]。

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发现一定数量的大麦与小麦遗存，但先民的农业结构仍以粟黍类

旱作农业为主 [79-80]；多处遗址（如齐家坪、三合乙、喇家、堡子坪、堡子山、贡什加、临

潭磨沟等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齐家文化先民主要以小米为食 [78, 81-83]. 另外，

龙山时代，各地区家养动物已成为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52]。

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结构中，黍、粟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水稻的含量相对

增加 [4,6,57-58, 61]，小麦遗存（赵家来遗址、周原遗址 -王家嘴地点）的数量未明显增加 [5, 61] （图5）。

图 5 关中地区史前各遗址不同农作物所占比例（P: 代表植硅体）
Fig.5 Percentages of carbonized crop seeds (or phytoliths) extra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Guanzhong area (P: Phytolith)

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的

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

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

元化农业结构未发生明

显改变。东营遗址，先

民较高的 δ13C 和 δ15N 值，

表明该遗址先民仍主要

摄取 C4 类食物，包括粟

黍类农作物与以其喂养

的动物。但浒西庄遗址

水稻植硅体的发现 [57]，

以及先民明显偏低的 δ13C
值（-13.7‰）， 表 明 混

合的农业结构正逐渐影

响着龙山文化部分先民

的饮食习惯。相对于仰

韶中晚期，龙山文化猪、

狗等家养动物食物结构

中，C3类食物增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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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着水稻对家畜饲养的影响；另外，龙山时期关中地区家养动物比例普遍增加 [54,64,66,84-85]

（图 3），已形成主要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肉食获取方式 [52]。

3 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演变的动因

地域上，姜寨遗址位于半坡与史家所在区域的交界。植物的 δ13C 值，受到植物生长

周期、降雨量、光照强度、植物叶片与空气之间的水汽压、CO2 浓度等因素的影响 [86-87]，

因此，郭怡认为半坡、史家与姜寨遗址先民食物结构的细微差异，受到遗址间小生态环境

不同的影响 [34]。另外，仰韶文化早期，关中地区不同遗址间先民食谱存在明显差异，反

映了不同区域旱作农业的发展程度不一致，可能缘于不同遗址间地理环境的差异。

姜寨不同时期先民 δ13C 和 δ15N 值的对比分析显示，姜寨一期的 δ13C 和 δ15N 值更接

近于半坡遗址，姜寨二期的 δ13C 和 δ15N 值更接近于史家遗址（图 2）。在文化特征上，

姜寨一期埋葬制度与渭河中游的半坡、北首岭墓地一致；而姜寨二期则与渭河下游史家墓

地相一致；且姜寨二期文化的形成，可能受到渭河下游先民向西扩张的影响 [9]。可见，三

处遗址先民食物结构的异同，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另外，关中地区不同文化时期，先

民的生业模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前仰韶时期先民的生业模式为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

至仰韶文化早期，则以旱作农业为主；到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随着中国南

北方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 [88-95]，促进先民生业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可见，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的演变，与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

此外，人类生存策略的转型还缘于全新世气候的变化 [1,96-97]。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主要体现在定居生活与农业活动 [98-99]。新石器时代初期，稻作农业和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

农业，分别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 [15,55,100-102]。具有较高耐旱性的黍的最

早驯化 [15]，构成北方先民最初的饮食主体，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仰韶时期逐渐被粟

取代 [46]。水稻则在温暖湿润气候的驱使下，于仰韶文化时期不断扩张、传播至北方地区 [103]。

小麦从西亚传播至中亚后，继续向东亚传播时，受当地气候差异的制约，一度停滞 [104]。

关中地区，多指标显示，全新世以来交替出现三次突出的气候温暖湿润期（基本与老官台、

仰韶、龙山等文化繁盛期同步）与三次短暂的寒冷干旱期（处于文化交替期）[10]。仰韶中

期，水稻传入关中地区，正处于第二次温暖湿润期（6800~5500 cal BP）的鼎盛期，该时期，

先民 δ13C 值降低，也进一步反映了先民对水稻的摄入以及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人类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5500~5000 cal BP，仰韶晚期，出现短暂的寒冷干旱期 [10]，泉护村

遗址水稻植硅体含量由仰韶中期的 19.6% 降至 5.1%；该时期新街遗址水稻炭化种子的含

量为 7.4%，5000 cal BP 以后气候开始回暖，新街遗址水稻炭化种子的含量于龙山早期增

加到 41%。另外，关中地区，家畜饲养的发展除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外 [33]，还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如气候温暖湿润的仰韶中期，家养动物比例明显增加；气候干旱寒冷的仰

韶晚期，家养动物比例则明显降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龙山时期，家养动物比例又普遍

增加（图 3）。可见，气候变迁通过影响与制约农业的起源、传播与发展，不断改变着关

中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不断促进人类生业模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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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是影响史前关中地区

先民生业模式演变的重要因素。

4 总 结

关中地区，史前主体文化发展脉络中，人类生业模式不断发生变化。前仰韶时期（老

官台文化），人类从事原始的黍作农业，兼营家畜饲养，但狩猎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

代表了关中地区人类从攫取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过渡。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的发展，

使粟黍类农作物逐渐成为先民主要的食物来源；但不同遗址间先民对粟黍食物的摄入存在

差异，反映了不同区域旱作农业发展水平的不同。另外，家养动物食物结构中，粟黍类农

作物所占比例未明显增加，表明关中地区人类食物资源的演变中，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

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期，水稻传入，并对先民的食物结构产生影响；家畜饲养主要

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且家养动物比例明显增加，反映先民家畜饲养已步入开发型阶段。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小麦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

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且先民仍以粟黍为主食。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农业结构中，黍、

粟比重均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该时期人与家畜的食物结构均受到水稻的影响。另外，

龙山文化家养动物比例普遍增加，已形成主要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肉食获取

方式。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的时代与区域性差异，受到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区域地

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胡耀武教授以及两位审稿人、编
辑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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